
中国图书馆学报 (双月刊) 1999 年第 6 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刘惠平

图书馆政治文化功能的历史考察
摘　要　图书馆的历史表明, 它不是中性文化机构, 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文化功能。这是因为图书

典籍从产生起就具有政治文化性, 而图书馆则是“移植”政治文化的场所, 并使政治文化得以社会

化。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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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国内外对图书馆的研究大多是从图

书馆学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角度出发, 但图书馆

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单位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功

能要我们加以注意。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

图书馆的政治文化功能考察论证。

1　图书馆的政治文化功能

政治文化 (po lit ical cu lture ) 这一概念是

1956 年由美国著名的行为主义政治家阿尔蒙

德 (G. A lmond) 首次提出的, 他说:“每一个政

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

中, 我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 并将之称为‘政治

文化’。”[ 1 ] 80 年代以后, 随着中国政治学研究

的逐步恢复, 不少学者开始涉足于政治文化研

究领域。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与文化的保存与传递

场所, 它不仅是完成文献的收藏与整理, 信息

的传播与加工, 也不仅是借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手段, 使文献收藏和使用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得

以完成, 作为社会意识实现和传递的物质载

体, 它在本质上与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 图书馆工作的本质是“社会精神”的

移植。图书馆并不仅仅是一种多种知识传播的

物质形式, 在内容上图书馆是对人类思想言行

的各项记录的加工和整理, 所以, 应以整个社

会运作系统来考察图书馆的功能。美国芝加哥

大学的社会学派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深入的研

究, 他们反对仅仅从技术上考察图书馆, 认为

应“将图书馆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考察, ⋯⋯图

书馆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记忆’或‘社会精神’

的移植过程。正如迈特尔所说:“图书是保存人

类记忆的社会机制, 而图书馆则是人类记忆移

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 2 ]图书

是人类思想的物质载体, 图书馆则通过有组织

收藏与保护这种物质载体来传递人类的思想,

使现代人的思想中接受这种文化和知识。显

然, 思想与知识是图书馆的灵魂, 而图书和图

书馆只是使思想和知识得以传递的外在形式。

这也正如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斯泰特所认为

的, 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 图书馆则是客观

精神得以传递[ 3 ]。

“社会精神”或是“客观精神”都是指社会意

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历史图书所反映的是以往历

史阶段的社会意识, 记载着过去的政治心理和价

值取向, 而今天的图书则反映着当代人的趣味、

心态、伦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是社

会生活的反映, 而图书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载

体, 图书馆则是“移植”这种政治文化的场所。

其次, 图书馆是社会教化的重要场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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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说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把政治文化代代相传

的过程。而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功能, 学

校是政治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实现的主

要途径。

图书馆作为无围墙的大学, 作为公民的终

身课堂必然与政治文化紧密相联, 它是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图书馆所发挥的教育功能

中, 政治文化始终是其主导的方面。通过在图

书馆的学习, 引导读者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念,

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政治观念的形成对

人的政治素质起决定性的作用, 它包括政治信

仰、政治理想、对政治本身的看法, 即对政治的

价值评价以及对参与政治的看法。图书馆在举

办各种展览、书评等许多方面, 都是围绕使读

者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而展开的。

掌握政治知识也是图书馆社会教化的重

要内容。知识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总

结。政治知识既包括对以往政治生活的历史总

结, 也包括现实政治活动的信息。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以及参与社会政

治生活的其他知识都是政治知识的重要内容。

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是离不开政治知识传播这

一内容的, 社会主义图书馆其全部工作都是围

绕着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展开的, 这无疑

对培养读者的政治知识产生无形的影响。

图书馆正是通过发挥自己的教育功能起

到了社会教化作用, 从而使政治文化得以社会

化, 并提高了读者个体政治认知能力, 即通过

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不断形成对政治现象一般

规律的认识, 培养一定的分析政治现象复杂性

的独特的政治思维能力; 另一方面, 在这种教

育过程中, 为读者提供了具体的政治知识, 从

而使政治文化通过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工作完

成了其社会化过程。

2　图书典籍从产生起就具有政治文化性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创造。中国文字作为表

意文字从其产生就是一种文化样式。《淮南子

·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 鬼夜

哭。”《春秋无命者》:“仓帝史皇氏名颉, 姓侯

冈, 龙颜侈哆, 四目灵光, 实有睿德, 生而能书。

于是穷天地之变, 仰观奎星圆曲之势, 俯察龟

鸡羽山川, 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

龙乃潜藏。”仓颉造字的传说, 体现了汉民族对

汉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文字的这种文化功

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文化。

甲骨文大多是商朝的占卜记录, 因此又称

卜辞。《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

易之以书契。”又称伏羲氏“始画八卦, 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夏代已有青铜器, 人们把这种

铸或刻在器物上的文字称“钟鼎文”、“金文”、

“铭文”。在西周时代, 周王依靠宗法分封制牢

固掌握着国家政权。当时的文字也垄断在贵

族、政府部门及为他们服务的丞、史、卜、祝的

手中。刻在周王室的主要器皿—青铜器上的汉

字即铭文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据史书记载, 周王封赐诸侯大夫时要赐予

重器, 即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作为信符和标志。

各诸侯国世传的“重器”成了其权力和身份的

象征。当一个诸侯国灭亡时, 更要“迁其重器”。

《左传·昭公十五年》:“诸侯之封地, 皆受明器

于王室。”

此外还有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如石鼓文、

碑文、石经等, 还有刻在竹木上的文字。“惟殷

先人, 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文、武之

政, 布在方、策”(《礼记·中庸》)。先秦记载的

文字不论载体是什么, 都与政治文化相关联。

有了文字, 有了记录文字的各种物质载

体, 图书就产生了。在中国, 广义的典籍 (包括

图书、文书、档案) , 起源于商代。《隋书·经籍

志》:“是以大道方行, 俯龟象而设卦, 后圣有

作, 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 绳木弃而不用,

史官既立, 经籍于是举焉。”

图书和典籍从产生时起就是作为社会政治

文化的符号, 传播政治文化的工具, 统治阶级进

行社会教化、扩大其政治影响的重要途径和方

法。商代甲骨文记载的内容有祭祀、征战、天时、

年成、王事、旬夕等, 其中社会斗争、政治文化是

其主要的内容。在社会政治斗争中, 王室为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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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有因王事、外交而发布的

政令、条约, 以显示王权的权威; 有征收赋税、接

纳贡物的记载, 以维护王室的经济收入; 而对外

征战, 对外交涉, 则是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记录;

军令信物、军事活动的记录则表达了王室的威力

和政治意向。所以古代典籍中的政治内容是十分

重要的, 正是通过这些政治活动、王室更迭、对外

战争, 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 以及人们的政治

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

不仅是内容, 其实中国文字从出现时起就

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意识, 例如《说文解字·示

部》解释“示”字:“天垂象, 见吉凶, 所以示人

也。从二、三垂, 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示, 神事也。”这反映了汉以后天人感应说的影

响。又如“王”字,《说文解字·王部》:“王, 天下

所归往也。董仲舒曰: 古之造文者三通而连其

中谓之王。三者, 天地人也, 而参通之者王也。

孔子曰: 一贯三为王。”这个解释说, 早期“王”

字的产生体现了诸儒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强烈

地表现出了一种政治价值取向。

就图书和典籍的收藏历史来看, 学术界大

都认为中国的图书馆起源于周朝的史官。周王

朝建立后, 为治理政治事务, 记录朝廷时事, 办

理王室公文, 传达政令, 掌管文书档案, 分别设

了不同的史官。史官的设立和职司就成为图书

馆、档案馆建立的重要条件, 也可以说有了史

官, 就有了古代的图书馆、档案馆。《文献通考

·经籍考》:“周官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书, 则国

家之所职掌者。”

中国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产生本身就是一

种政治的需要。周朝的图书馆是王权的一个机

构, 保管文献、典籍图书的目的是为了辅助政

治统治。据《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 周仪“大

史掌建邦之天典⋯⋯, 小史掌邦国之志⋯⋯,

内史掌书王命⋯⋯, 外史掌书外令, 掌三皇五

帝之书⋯⋯御史⋯⋯掌赞书。”《史记·封禅

书》记秦穆公立,“史书而记, 藏之府”。这个

“府”当然是秦国之“府”。这就点明了古代图书

馆的性质, 说明了史官作为一种文化性质的官

员其职责就是记录、传播当时政治要令, 完成

其政治文化的社会化。

3　封建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藏书的灵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的经济结构

决定其社会的政治思想和价值取向, 这是马克

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依据这一原理, 我

们便可清楚地看出封建社会的图书馆和藏书

直接受其政治制度的影响, 政治文化成为其图

书馆和藏书的灵魂。这点在秦代的焚书事件和

清代的图书政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建立了多处宫廷和

政府机构的图书馆, 形成了秦王朝官府的藏书

体系。公元前 213 年, 秦始皇大宴群臣, 议朝政。

博士官淳于越主张师古法, 分封诸侯, 恢复封

建割据局面。秦始皇的重臣李斯当即反对, 他

认为“五帝不相复, 三代不相袭”, 师古法不利

于中央集权统治和皇权的加强, 于是建议:“臣

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 天下敢

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吏

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 黥为城

旦。所不去者, 医药、卜签、种树之书。若欲有学

法令, 以吏为师。”[ 4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于是焚诗书, 禁私学, 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接着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焚书坑儒直接摧毁了

春秋特别是战国以来的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

局面, 严重压抑了文化与学术的发展。先代遗

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的烧毁, 对中国文化和历

史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司马迁慨叹:“史记独藏

周室, 以故灭。惜哉! 惜哉!”[ 5 ]

如从政治文化角度来审视这一事件, 它十

分明确地揭示了秦始皇藏书的政治倾向, 说明

政治文化对其藏书政策的影响。秦始皇所以要

这样做是为巩固秦王朝政权, 为统一舆律, 打

击各诸侯国的政治势力残余, 扩大新政权的政

治影响力。这说明图书馆及藏书当时都受其政

治的影响, 都是被其政治文化所决定的。

清朝的图书政策和法令最典型地反映了

封建社会藏书受其政治文化的支配。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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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入关以后, 为巩固统治, 使汉人归化, 仍采取

尊孔重儒的文化路线, 对孔子尊奉备至, 对理

学儒生则委以重任以辅佐其政治。清统治者对

儒家书籍是大开绿灯的。每次求书, 都把“经学

史乘, 实有关学修齐治平, 助成德化”的儒家书

籍放在首位。这正如周永年所写:“儒藏既立,

可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 列

与群书之前。经义治事, 各示以不可紊之序, 不

可缺之功。”[ 6 ]正因为此, 清代刊印的书多为《五

经》、《四书》、《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和御纂的

《性理精义》等, 而将反程朱理学的学术著作称

为“讥讪先贤, 崇尚异说, 得罪名教。”

一方面是大量刊印程朱理学的书, 另一方

面是乘编纂《四库全书》时查缴禁书。这一活动

的目的被乾隆皇帝一言道破:“明季未造, 野史

甚多, 其间毁誉任意, 传闻异词, 必有诋触本朝

之语, 正当及此一番查办, 尽行销毁, 杜遏邪

言, 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7 ]

初期禁书时还仅限于明末清初的野史稗

乘, 但随着发展, 范围日益扩大。文集笔记、奏

疏杂纂、石刻碑铭、剧本曲本、郡邑志乘、天文

占验之书, 凡有碍、有损于清政府的都要查缴,

这是一场浩大的文化劫难。编修《四库全书》是

在乾隆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 所谓“每进一编,

必经亲监, 宏纲巨目, 悉禀天裁。”《四库全书总

目》更公开声明:“今所采录, 惟离经叛道、颠倒

是非者, 掊击必严; 怀诈挟私, 荧惑视听者, 屏

斥必力。”[ 8 ]为加强清王朝的统治, 编纂者把《儒

家经典》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异端思想严

厉苛刻, 对论理纲常的宣扬提倡也更加不遗余

力。认为佛、道、天主教以及词曲一类是“倚声

填词之作”, 对于这些著作则“凛遵谕旨, 一字

不收。”[ 9 ]对于科学技术的书, 则认为“方技家递

相增益, 篇帙日繁, 往往伪妄荒唐, 不可完诘,

抑或卑琐微末, 不是编摩”。像宋应星的《天工

开物》这样的优秀著作都未收入。

清廷编修《四库全书》, 表面上打着“稽古

右文”的幌子, 实际上包藏着“寓禁于征”的目

的。因此, 这部书的编修一方面整理并保存了

文化典籍, 另一方面也摧毁了一部分最具有爱

国思想的典籍。《四库全书》的编纂明显表现出

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意识, 这一活动是其政治

文化支配的结果。章炳麟指出:“自满洲乾隆三

十九年既开四库馆, 下诏求书, 命有触忌讳者

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

余通, 传旨褒美, 督他省催烧益急。自尔献媚者

蜂起, 初下诏时, 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

议: 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 其议论偏谬

尤甚者, 一切拟毁。”[ 10 ]乾隆完全是从巩固自己

的统治出发, 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信统统烧

毁, 因而《四库全书》编修的过程也就成为文化

被摧残的过程。

鲁迅先生说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

国人著作的手段, 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

抽毁, 剜去之类也且不说, 最阴险的是删改了

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 是许

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 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

古书的格式, 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 不但藏之

内廷, 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 使天下士子阅读,

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

很有些骨气的人。”[ 11 ]

4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政治倾向

1840 年以后, 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社会,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激起了改良主义

者的批评, 他们认为陈守旧法必亡, 必须另拓

新路, 这就是学习西方, 提倡变法, 启迪民智,

振兴中华。

将旧式的藏书楼变为近代的图书馆, 将图

书馆作为宣传变法、改良的阵地, 这是改良主义

者的一个目标, 1895 年, 康有为、梁启超等创立

了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强学会。强学会首先

着手办的就是图书馆和报纸。强学会设有“书

藏”, 陈列图书供大众阅读, 开放的对象已不是帝

王和贵族, 而是一般民众。梁启超将“开大图书

馆”作为强学会所做的 5 件大事之一。此时强学

会的“书藏”已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在强

学会的影响下, 1896～ 1898 两年间国内成立学

会 87 所, 学堂 132 所, 报馆 91 所, 许多书楼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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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诞生。这些书楼虽还不是完备的近代图书馆,

但已和藏书楼有了重大区别: 在读者对象上已是

一般知识分子和部分市民; 藏书内容也改变了过

去仅仅经史子集的内容, 补充了西学、新学的书

籍; 管理制度上逐渐脱离了私人藏书楼的束缚,

采取了稍微有秩序的管理方法。

令人感兴趣的是改良主义对书楼的认识,

以及他们的图书馆思想所表现出的政治文化

倾向, 再次有力证明图书馆与政治文化的内在

关联。改良主义对图书馆的政治文化功能有以

下几点认识:

一是强调救国必先治学, 治学必创设藏书

楼, 突出图书馆在变革中的作用。梁启超在《西

学书目表·序例》中明确指出:“国家欲自强,

以多译西书为本, 学子欲自立, 以多读西学为

功。”尤其是以后的严复, 开一代译风, 先后翻

译了《天演论》、《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

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的书籍。有了译书, 他们就主张

将藏书楼变为公共图书馆, 公开借阅, 促进西

方文化的传播。这样把图书馆与译书和宣传西

方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二是检讨封建藏书楼的得失, 说明公共图

书馆的作用。如 1904 年长沙知识界筹办湖南图

书馆兼教育博物馆, 湖南巡抚庞鸿书认为图书

馆“度藏群籍, 输进文明, 于劝学育才, 大有裨

益”[ 12 ]。1909 年, 学部奏建京师图书馆, 称“图书

馆为学生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 规模必

求宏远, 搜罗必极精详, 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

昭同文之盛治。”[ 13 ]这些都是将图书馆的兴建

与旧时的藏书楼作对比, 强调其启迪民智, 复

兴中华的主旨。

三是宣传、介绍西方图书馆事业。马建忠

的《适可斋记言记行》、王韬的《韬园文录外

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都详细介绍了西方

的图书馆, 说明中国图书事业的落后, 评价封

建主义的藏书楼, 强调只有建近代的图书馆才

能使西洋文化得以传播, 从而启迪民众。

由此可见,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与改良

主义、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政治主张是

紧密相联的。所有改良主义者都把图书馆作为

其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将图书馆作为

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点的中心。

5　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统治阶级的思

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14 ]

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表现在它的选书、藏

书政策上。中国图书馆的历史雄辩证明了图书

馆决不是一个中性文化机构, 它具有着强烈的

政治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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